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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牽涉國家主權的談判無果而終，使得原有的主要依靠大規模外部投資

拉動的、以重工業為主的、中央層次主導的“政府公司主義”經濟難以為繼。

其直接表現，就是經由蘇聯專家協助制定的國家第二個“五年計劃”胎死

腹中。

一般發展中國家如果維護主權，大都會遭遇投資國中輟投資，與此同時也

都會出現經濟基礎的崩潰。隨之而來的，與投資國資本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在沒

有投資維持的條件下就會發生“反作用”，而政治動亂也由此發生。

對於蘇聯中輟對“二五計劃”投資，中央政府一方面通過維護雙方政治關

係的談判，爭取到數十個後續的專案投資；另一方面只能在毫無預案的情況下

出台應對政策，同時在體制上也得作出調整—但那時候人們還不知道這種調

整就叫“改革”——在 1958 年初提出“調動兩個積極性”（試圖發動地方政府

參與原來被中央政府壟斷的國家工業建設），依靠動員國內特別是地方的財政

資金，勉為其難地維持對以重型工業為主的國民經濟的拉動。根據國家統計局

歷年財政收支統計，1958 年，地方財政支出佔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由 1957 年

的 29.0% 驟然上升到 55.7%（圖 2-3）。

就在蘇聯投資顯著減少的 1957—1958 年，中央大規模下放了財權、計劃

管理權和企業管理權，號召地方大辦“五小工業”。8 中國第一家社隊工業——

無錫春雷造船廠，就是在 1958 年成立的。

與此相對應，初嘗財權、計劃權和企業管理自主權的地方政府，在沒有來

得及建立工業化必需的“學習機制”的情況下，一般只會參照中央政府接受蘇

聯投資形成的重工業模式，積極推進地方工業化，遂有被今人看得近乎荒唐的

“大煉鋼鐵”和“大躍進”。

而財政佔比在 1958 年陡然下降到僅約 20% 的中央政府，則以增發貨幣為

手段加快積累。由於在集市貿易上短缺的農產品價格波動明顯；貨幣由於實際

corporatism）的經濟體制——這種在資本極度稀缺條件下的“政府公司主義”，

被事實證明是一種既有利於縮短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時間，又有利於城市產業資

本高速度擴張的有效的制度類型。當然，也是一種直接地大規模對農民轉嫁制

度成本和危機代價的制度類型。

綜上所述，中國只在 1953 年之前實行過發展私營經濟的新民主主義（民族

資本主義）工業化，此後則由於國家得到外部大工業投資，而很快完成了民族資

本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制度演變——這種被西方意識形態稱為中央集權的“集

中體制”，最初確立於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 1953 年，形成於“社會主義

改造”的 1956 年，延續到債務 / 赤字危機全面爆發的 1960 年。它主要以國家負

債的方式從蘇聯引進設備和技術，同時由中央政府通過以鄉鎮為單位的大規模集

體化從“三農”提取剩餘，以此完成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和對外還債。

二、危機一：1958—1960 年蘇聯援華投資中斷
之後，中國發生了什麼

1958—1960 年的經濟危機，是 1950 年新中國引進蘇聯外資，進而啟動國

內工業化進程中所發生的第一次週期性危機。其直接原因是，在中國堅持領土

完整和主權獨立，因而蘇聯不得不按照中蘇條約規定於 1956 年交回中長鐵路

和“大連特區”、撤走在中國東北的軍事基地的情況下，蘇聯以“五年計劃”

方式提供的援華投資於 1957 年突然中斷，代之而來的是在 1958 年提出新的

軍事結盟，在中國構建聯合海、空軍指揮機構和通信電台系統等更加符合蘇聯

遠東軍事戰略的要求。對此，毛澤東當時一句比較有個性的回應，值得後人記

住。他說：你把中國拿去吧，我上井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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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1953—2009 年中央及地方財政收入支出狀況

註：從 1994 年開始，財政收入中不再包含國內外借款的債務收入，財政支出中也不再包

括國內外債務還本付息的支出和國外借款安排的支出。2000 年之後，財政支出再一次將

國內外債務還本付息支出納入其中。

購買力受到票證的限制，對官方物價水準波動的影響不大，而且因國家統購統

銷控制，市場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上市量很小，難以據此作簡單化的物價指數

計算。於是，中央政府增發的貨幣一般會通過銀行存款形成國民經濟積累和再

生產基金。因此，1958 — 1960 年的財政收入和投資雖然增速遞減，但從絕對

值看仍保持在較高水準上。與此同時，政府赤字顯著增加，終於在 1960 年爆

發了赤字危機。

圖 2-3 代表着三個發展階段，1953 — 1976 年，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年度收

入總和還不到 1000 億元。1984 年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改革以後，

地方財政收入迅速增長，到 1992 年，地方財政收入已經達到了 2500 億元。

1993 年地方財政增收 35%，主要是因為受到了當年出台分稅制政策的影響，

不屬於正常增長。到 21 世紀初，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相繼進入萬億規模。到

2009 年財政收入已經達到 9.6 萬億元。1953—2000 年資料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2001）》，2001—2008 年資料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9）》。

《人民日報》刊載的中

蘇論戰信件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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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1978 年前歷年中國政府財政收支盈餘（不含債務平衡）

表 2-1  1957—1962 年中國主要經濟指標

指  標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國內生產總值（億元） 1069.3 1308.2 1440.4 1457.5 1220.9 1151.2

第二產業佔比（%） 29.6 37.0 42.7 44.5 31.9 31.2

財政收入（億元） 303.2 379.6 2487.12 572.29 356.06 313.55

比上年增長（%） 8.2 25.2 28.3 17.5 -37.8 -11.9

財政收入佔 GNP 比重（%） 28.4 29.0 33.8 39.3 29.2 27.2

財政支出（億元） 295.95 400.36 543.17 643.68 356.09 294.88

比上年增長（%） -0.9 35.3 35.7 18.5 -44.7 -17.2

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年

=100）
101.5 100.2 100.9 103.1 116.2 103.8

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年

底餘額（億元）
35.2 55.2 68.3 66.3 55.4 41.2

金融機構現金投放（億元） -4.5 15.0 7.3 20.8 29.8 -19.2

原煤產量（億噸） 1.31 2.70 3.69 3.97 2.78 2.20

發電量（億千瓦時） 193 275 423 594 480 458

生鐵（萬噸） 594 1369 2191 2716 1281 805

根據 1958 年政府財政決算報告，當年國家財政收入 418.6 億元，相當於原

預算數 332 億元的 126.1%，比 1957 年增加 108.5 億元，實際增長 35%。而此

前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1957 年）期間，財政收入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

12%，即使在增長最快的 1953 年和 1956 年，也只有 23% 和 16%。但在 1958

年，財政支出 409.6 億元，相當於原預算 332 億元的 123.4%，比 1957 年增加

105.4 億元，實際增長也是 35%。支出超過預算的部分主要用來擴大基本建設

的規模。全年經濟、社會文教等各類支出中，用於基本建設投資方面的總計為

214 億元，比上年的 126 億元增長 70%。各地方各部門在預算以外自籌的基本

建設投資，還不在這個數目之內。9

儘管 1958 年中央發動地方政府開展的自主工業化建設維持了當年的高投

資和高增長，但緊接着，就在蘇聯停止投資，撤走專家的同年陡然出現了國民

經濟的連續快速回落 — 1960 年下滑超過 21%！而就在同期，政府仍然竭盡

全力維持這一財政收支連年高增長的勢頭，一直持續了 3 年，直到 1961 年才

回落，這標誌着國民經濟進入以“休養生息”為名的“蕭條階段”。但，如果

不計入債務平衡手段，則可知財政收支情況在 1957 年之後表現為急劇惡化的

趨勢，到 1960 年則滑落至谷底 10。

圖 2-4 中的資料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經濟改革之前的三次赤字型危機的波動

狀況。但也就是在全社會承載了國家工業化巨大代價的這一時期，中國的第二

產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比首次超過 40%，主要工業品產量躍上了新的台階（表

2-1）。據此可以認為，新中國進入國家工業化以來，1958 — 1960 年可以看作

是第一次強調向地方政府放權，目的是促其以國內資源的集中運用來替代突

然中輟的國外資本投入，從而勉強使比例“偏重”的國家工業維持了高積累的

局面。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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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60 年代強調“自力更生”方針以後，替代稀缺程度幾乎為零的資

本要素、並在社會大生產中發揮龍頭作用的，是在長期戰爭和均分制土地改革

過程中奠定的國民動員基礎，以及在傳統村社的社會資源再資本化過程中形成

的社會資本——而體現了西方後工業化需求的個體化意識形態對這兩者最典型

的輿論表述則是極權主義壓抑個性的“人海戰術”和毛澤東時代個人崇拜條件

下的“大撥哄、大呼隆”。

此外，沒有條件及時建立工業化“學習機制”，卻忽然得到資源資本化權

力的地方政府，唯一能參照的歷史經驗就是 50 年代蘇聯大規模投資期間的高

增長和革命戰爭時期的國民動員！有分析認為，作為“制度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結果，就出現了幾乎沒有任何技術與管理經驗的地方工業化“大

幹快上”遍地開花的現象—這仍然是對“大躍進”造成的極大損失的一種過

於單薄的解釋。因為，本書並不認為可以輕描淡寫地只是從經濟角度將那些損

失歸為地方工業化支付的“學習成本”，而是應該在更多地把握不同領域資料

的基礎上，再作深入分析。

當時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業生產，被發動進行“大煉鋼鐵”的工業化

勞動。曾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在他的回憶錄中

記載：“1958 年年底全國用於鋼鐵行業的勞動力達到了 9000 萬人，加上直接間

接支援的人，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超過一億。”而離開蘇聯專家的技術

支援，地方政府的幹部根本不可能懂得如何發展鋼鐵工業，這段時間進行的工

業化只能是“高成本、高浪費”的，不只造成了資源的浪費，農業勞動力的大

幅度減少客觀上也對主要依靠勞動力，還得兼作套種和家庭多種經營的農村多

元化生產造成很大破壞。

雖然付出了眾所周知的極大代價，但畢竟維持了國家工業化進程不中斷和

新政權相對穩定的局面。

指  標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粗鋼（萬噸） 535 800 1387 1866 870 667

水泥（萬噸） 686 930 1227 1565 621 600

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1）》、國家統計局《新中國 60 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9

年版）。表中資料與年度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資料略有不同。

這個階段相對有效的經驗就是，以工農大眾能夠接受的通俗化“階級鬥爭”

和工具化的“繼續革命”理論為意識形態和國民動員手段，發動了幾乎全體官

員、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參與到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進程中來，主要用勞動力

的集中投入成功地替代了長期絕對稀缺（稀缺程度近於零）的資金要素——大

規模投入於政府作為所有者的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設之中，再反過

來形成對國有大型設備製造業的國家需求。

在這一“勞動力資本化”過程中形成的職工民主（如“鞍鋼憲法”歸納的

“二參一改三結合”），與 20 世紀 70 年代新中國第二次對外開放，從歐美日等

國引進的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下的生產線管理，是兩種本質不同而嚴重對立的運

作模式。兩者齟齬並轡，內生性地導致國有企業效率低、治理難，勞動者消

極怠工等問題普遍發生，遂在 1978—1979 年因財政嚴重赤字造成了危機，並

在危機導致的“放權讓利”11 思想指導之下，催生了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起步

的、實質性的國有企業改革：在微觀方面以經理承包制、獎金制，在宏觀方面

以“撥改貸”12“利改稅”13 等方式，承認了資本的人格化代表——企業管理

者對企業的主導地位。之後，則勢所必然地出現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宏觀方面

的股份制改革。同期是資本化、貨幣化進程加速，也無可避免地出現了資本人

格化的政府部門和企業管理者們因共同追求資本化收益最大化而造成的“下崗

分流、減員增效”，以及幾乎完全同步的貪腐氾濫。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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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一方面國家實現了 572.29 億元的新中國建立以來最高的財政收

入，但另一方面由於上述經濟建設中的問題，礙難再靠地方投入維持增長勢

頭，經濟出現負增長。並且由於片面強調擴大基本建設領域的政府投資而導致

高額赤字，擠佔了財政用於維持經濟正常運行的開支。

政府公司化體制下的財政赤字危機爆發之後，是城市經濟的蕭條階段。這

時，由於投資被迫中輟，城市就業隨即從 1960 年的最高峰值 1.3 億，陡然大幅

下降到 1962 年的 4537 萬，兩年時間減少 8000 多萬人。是為經濟危機爆發連

帶造成的社會代價。

對此，1961 年開始，政府不得不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動員上千萬城市

人口到農村去生產自救（關於 1961—1962 年下鄉人數，使用不同部門的官方

統計資料會得出不同結果），以弱化城市失業的巨大壓力 —這是集中在城市

的國家產業資本得以通過“排斥勞動”來實現“軟着陸”的基礎性條件。

在 1961—1962 年經濟蕭條中，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 1960 年的 572.3

億元回落到類似 1957 年水準的 313.6 億元；同期，中國還得在農產品嚴重短缺

的困境中，以農牧業產品和稀有礦產品來償還蘇聯 1950 年以來投資形成的約

合 54 億美元的國家債務，這在客觀上加劇了國內農產品供給不足的災難性後

果。

如果不作任何比對，單一引用 1982 年重新修訂並公開發表的 20 世紀 60

年代的政府統計資料，則可以看出，1960 — 1962 年這 3 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

下降趨勢，也有人據此計算出“未增加人口”約為 2000 萬人。這其中很大部分

是營養不良導致生育下降和新生兒死亡造成的。這一時期，新生兒的死亡率高

達 140％，同期成人死亡率上升，其中有一部分直接死於飢餓。對此，人們沿

用當年的政府文件語言，約定俗成地稱 1960—1962 年的經濟危機和隨之而來

的蕭條為“三年自然災害”。

而這一輪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中之所以國民動員能夠得以實施，與 1956

年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也不無關係。

隨着重工業和軍事裝備工業的大量引進，中國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佔

據主導地位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並且主要按該體制的要求很快在 1956 年完

成了對所有私營工商業和小農戶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14。在此基礎上構建

的以城市單位和農村合作社為基本單元的社會組織體系，是此期間國民動員

得以實施的組織載體。在農村，政府正是有了合作社這樣的“腿”，糧食徵

購、大興農田水利、撫恤軍烈屬等客觀上需要高強度提取農村剩餘價值的工

作才有了抓手，但也導致部分社員因合作社政策負擔重，認為不如單幹戶合

算而鬧退社 15。（表 2-2）

表 2-2  新中國成立以來各種成分比重變化表（單位：%）

年份

公有經濟 非公有經濟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公私合營 資本主義經濟  個體經濟

合作經濟

1952 19.1 1.5 0.7 6.9 71.8

1957 33.2 56.4 7.6 0.0 2.8

1978 56.2 42.9 0.9 ─ ─

1997 41.9 33.9 24.2 ─ ─

2005 31.0 8.0 61.0 ─ ─

來源：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36 頁；中新社《數

字看變化：國有經濟地位穩固非公經濟比重上升》2002 年 10 月 7 日，http：//www.

jiaodong.net/news/system/2002/10/08/000532129.shtml；李成瑞《關於我國目前

公私經濟比重的初步測算》2006 年 5 月 23 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

Class4/200605/6832.html。轉引自王紹光：《堅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

60 年》，《中國社會科學》，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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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962 — 1963 年期間之所以出現經濟復甦，也並非一般人以為的城市

工業增長、就業上升之原因，而恰在於“農民退出”——政府在危機壓迫下於

1961 年作出農村集體化政策的實質性調整，允許鄉土中國的小農村社制的傳

統經濟，從服務於國家產業資本的高度集體化經濟中部分地“退出”：其一，

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統治經濟為“隊為基礎”的村落經濟——意味

着允許基本上以傳統自然村落為基礎建立的生產隊作為核算單位，從以鄉為單

位的集體經濟中部分退出。其二，農民可以在生產隊（自然村）內搞“三自一

包”—意味着允許家庭兼業化的農村戶營經濟從國家嚴格控制的集體經濟中

部分地退出。這就實際上放鬆了在 20 世紀 50 年代“全盤蘇化”形成的具有國

家資本主義性質的政府對農民的全面控制 16。

由此，農業生產逐漸恢復，農產品供給連年增長，農業稅收佔財政收入的

比例也由 50 年代第一次國家工業化時期的 8% 上升到 22%，財政形勢隨之有所

好轉 17。

以上宏觀政策的變動反映在財政收支上，是中央財政收入在總財政收入佔

比的上下波動，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中央財政支出的佔比變化。“1961 年後，在

劉少奇、陳雲主持下，中國恢復了對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管理，收回了前幾年

下放的權力。”18

從更能反映財政能力的財政支出結構來看，中央財政支出在全部財政支出

中的比重除個別年份外，大多保持在 50% 以上，甚至超過 60%。直到 1984 年

開始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飯”的財政包乾制以後，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才

降下來（圖 2-5）。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河南鄭州市郊的引黃濟衞工程。當時，全國各地農村都掀起了

群眾性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

1958 年“大躍進”時期全民大煉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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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形成的以國家工業化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必須作出調整的特殊階段，具有直接

的反作用。這個複雜的矛盾演化，使在支付了巨額對外債務之後的城市經濟，

第二次遭遇到“赤字 + 失業”形態的危機。

在此次危機爆發之前，則是關於中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不同指導思想

的爭論，和制定“三五”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夭折”。具體情況如下：

就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因蘇聯於 1957 年中輟戰略投資而胎死腹中之後，

60 年代初，在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討論中，當時在一線主持日常工作的

國家經濟工作領導人提出了“三五計劃”的指導思想，旨在推進農、輕、重比

例協調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針對的是 50 年代因蘇聯投資而偏軍、偏重的斯大

林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結構。

如果純粹看當時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必要性，此議固然正確。但當年最緊

迫的問題是中國周邊“樹欲靜而風不止”—— 伴隨着冷戰時期區域性熱戰的，

是中國 1960 年以後出現，“三五計劃”討論和制訂的過程中周邊地緣戰略環境

偏緊，相繼發生了“反攻大陸”、中印邊境戰爭、印度支那戰爭等，同期美國

軍艦飛機不斷侵略中國領海（據官方記載有 800 多次），更有美國和蘇聯先後

多次策劃“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進行訛詐威脅。中國與蘇聯及西方國家事實

上已經處於冷戰時期的“熱戰”邊緣。

因此，中國 20 世紀 60 年代在經濟建設方針上的內部爭論雖然很多，但最

終形成了以毛澤東的意見為主的決策主張：一方面要克服困難，集中最好的科

技力量上核武器，即如毛澤東所說，“要飯的也得有根打狗棍”。另一方面，寧

可遭受損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軍事打擊的基礎工業轉移到內地，形成國家工

業“大三線”、地方工業“小三線”的戰備經濟模式。

同時，負責第三個“五年計劃”制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被取代；不僅由留

蘇歸來的中國高官專家按照“計劃經濟”體制要求搞的外來制度“移植”構想

中央財政收入比重 中央財政支出比重

圖 2-5  1953-2009 年中央收支佔全部財政收支比重

三、危機二：1968—1970 年“三線建設”中的
國家戰略調整與經濟危機

被今人看作“極左”革命年代的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發生了進入工業化

原始積累階段以來的第二次週期性危機，除了一般經濟因素之外，還具有典型

的“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特點。

當時，一方面是中國處於外部全面封鎖和周邊地緣環境高度緊張的壓力

下；另一方面，中國 50 年代建設的符合蘇聯重工業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門體

制，一直就難以自覺地與主要依靠勞動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經濟方

針一致起來，這些外部地緣政治和內部官僚化上層建築都在中國接受前蘇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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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地調整原來的工業結構，何況轉移到內陸和山區的企業佈局相對分散，

尤其不易形成工業配套條件。因此，不僅 20 世紀 60 年代中國的國家工業發展

投入的成本在基礎建設上是顯著增加的，而且國家在工業化空間佈局調整上付

出的這些巨大代價，都會造成更高的財政赤字，政府累積赤字爆發危機，其代

價還是得向農村轉嫁。

專欄 5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的“三線建設”

50 年代，蘇聯高級經濟專家和政府首腦曾經提出，中國的經濟建設

要想快速發展，必須集中在沿海和東北地區搞建設。中國最初基本接受了

蘇聯方面的意見，但在最終確定之前，考慮到把 156 項工程全部集中在正

在打仗的、與朝鮮相鄰的東北地區和易受飛機襲擊的沿海大城市，對中國

工業的均衡佈局尤其是國防工業安全不利。因此，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

提出要安排一批專案到西部去搞，國防建設專案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

在與蘇聯方面進行反覆協商後，最後決定 106 項民用工業企業的 21 項和

44 項國防工業企業中的 21 項建在西部地區。

“一五”和“二五”期間，中國的飛機、坦克、火炮、艦艇等重型武器

生產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區。西部地區初步建立了鋼鐵、電力、煤炭、石油、

有色金屬、兵器、航空、建材、電子電氣等工業底子，為後來的“三線建

設”打下了基礎。

1.“三線建設”的國際背景

60 年代初，國際環境對中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最主要的威脅來自

手中握有核武器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1964 年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並派兵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一

部分戰略導彈指向了中國幾個大城市和重要軍事設施，試圖對中國正在搞

再度胎死腹中，而且蘇聯投資時期留下的政府經濟部門在全面封鎖、沒有任何

外部投資、幾乎沒有外部市場條件下，也日益難以適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的經濟路線 —蘇式上層建築的改革迫在眉睫。

後來學者如果不考慮那個時代中國周邊地緣政治趨緊的影響，使用任何西

方微觀經濟學方法都能對 60 年代的中國經濟作出絕對負面的評價，且看起來

越是負面的評價就越是具有高度正確的經濟理性！因為，如果按照成本收益分

析，中國以鞏固國防為目的、自主投資的“三線建設”，耗資巨大且很難有經

濟收益。1965—1975 年（包括“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幾乎拿出全國

基本建設資金的一半用於“三線”戰略後方的建設 19。據估算，從 1964 年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中央向“三線建設”投入的資金為 2052 億元。

誠然，這種“三線建設”客觀上只能是國家產業資本的空間移動，並沒有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在中國西藏邊境反擊作戰

來源：http://www.China.com.cn/abontchine/txt/2009-11/20/content_189237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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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了“小三線”建設的思路，要各省特別是進行“三線建設”的各省，

需要再建設本省自成體系的“三線”，使“大三線”與“小三線”兩個體

系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大系統。從 1970 年起，中央開始對“三線建設”

專案實行“優先安排、重點保證、抓緊搶修”的原則。

毛澤東還確定了“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紮大營”的“三線建設”

的方針，就是要根據當地的地形、地貌條件確定建設項目，使“三線建設”

的企業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要遠離大中城市，分散佈點，做到即使在打

核戰爭的情況下，這些工廠和科研單位也打不爛、炸不垮，能繼續堅持生

產和科研，支援前線。

2. 為“三線建設”提供的人財物支持

“三線建設”是個涉及從宏觀上的國家財政安排到微觀上的產業配套

佈局等多個方面的系統性工程。

在產業配套方面，毛澤東特別強調，必須把三線的重工業特別是鋼鐵

工業搞起來，這樣，軍事工業才有原材料基礎。他甚至說，“不把攀枝花

的鋼鐵廠搞起來，我睡不着覺。”

用人方面，毛澤東曾選派彭德懷、聶榮臻及多位將軍和一批國內最優

秀的科學家如錢三強、鄧稼先等到三線地區搞建設。圍繞原子彈這一重點

軍事工程，毛澤東調派了很多軍隊和科技骨幹到西部地區，加強核研製基

地建設。“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還決定對一些重點“三線建設”基地

和工程實行軍管，甚至直接派軍隊去施工。

“三線建設”的日常工作在中央是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主要負責人

主持；在地方，先後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個“三線建設”委員會，

主任均由該地方中央局第一書記擔任。“三線建設”的大項目，均設領導

小組，其他“三線建設”項目，也設立了指揮部。

的核設施實行“外科手術”。

美國對中國實行緊縮包圍圈政策，從 1960 年到 1964 年和中國周邊

不少國家及地區結成反華同盟，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數十個軍事基

地，對中國形成了“半月形”包圍圈。1964 年 8 月，美國開始轟炸越南

北方。

此外，60 年代初蔣介石政權在美國的支持下要“反攻大陸”，加緊

派遣武裝特務對東南和其他沿海地區進行襲擊，企圖在中國東南地區建立

大規模進攻大陸的“遊擊戰走廊”。

毛澤東認為，中國東北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地，全部在蘇聯可攜帶核

彈頭的中短程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的打擊範圍之內，沿海工業城市和北京這

樣的大城市也處在美蔣航空兵力打擊範圍之內，一旦戰爭爆發，即使敵方

不使用核武器，中國大部分工業基礎也將毀於一旦；而西部地區則在蘇聯

和美蔣軍事火力打擊範圍之外（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美蔣的武器裝備，

都還打不到西部地區，特別是打不到西南地區）。

因此，當時的中央政府從戰爭的角度，作出了兩個決策：一是要搞原

子彈，二是要搞“三線建設”—就是把中國工業建設的佈局全面鋪開，

使沿海的一線、中部的二線、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線並存，而把三線作為建

設重點。

毛澤東強調要把“三線建設”作為重點，原子彈也放在三線去搞。

1964 年 5 月 15 日到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作出了“三

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當年 8 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集中人力、物

力、財力建設三線。從 1965 年起，中國開始把沿海一些工業企業向西部

和西北地方搬遷，當年新建項目則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區。

1969 年珍寶島衝突發生後，為了對付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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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材料工業、能源工業、機械工業方面，建成了攀枝花鋼鐵基地、

重慶鋼鐵基地、成都地區鋼鐵工廠、貴州水城鋼鐵廠等大型企業；新建了

西北銅加工廠、蘭州連城鋁廠、蘭州鋁廠、冥河鋁鎂冶煉加工廠、西北鋁

加工廠和重慶西南鋁加工廠；建成了西南煉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

頂山、焦作、鶴壁等礦區；新建 10 萬千瓦以上電站 68 座；新建了第二汽

車製造廠、陝西汽車製造廠、四川汽車製造廠；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廠，使

西部地區形成了軍民結合的輕、重型汽車批量生產的能力；新建了 12 個

重型機械工業製造廠，使西部地區形成了很強的重型機械製造能力；電機

電器工業發展起來了，建成了四川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

廠、東風電機廠，形成了年產 80 萬千瓦成套發電機組的能力；為了與國

防工業配套，還建設了重水、炸藥、樹脂、橡膠、醫藥企業。

在輕紡工業方面，通過“三線建設”，造紙、製糖、製鹽、自行車、

縫紉機、手錶、合成洗滌劑、塑膠製品、皮革製品、棉紡織、毛紡織、絲

綢、印染、針織、化纖、紡織機械等生產企業在西部地區全面鋪開。其中，

新建了 5 萬錠以上的棉紡織廠 7 個，大中型維尼綸廠 5 個。

此外，還在西部地區建成了 100 多個部屬儲備性倉庫、15 個大型廣

播電視專地區後，又新建、擴建了大中型項目 124 個，累計投資 94.72 億

元，佔全國機械工業同期投資的 53%。

4.“三線建設”的戰略意義

“三線建設”，使中國有了一個相對安全的戰略後方，同時也形成了

中國的威懾力。中國的“三線建設”在世界經濟史和軍事史上，都是史無

前例的。

到1973年中美在新的國際局勢下“戰略接近”時，中國的“三線建設”

已經初具規模，從當時世界軍事格局和技術水準來看，中國已經建成了打

中國以國防為目的的“三線建設”，耗資巨大。1965—1975 年，國

家幾乎拿出全國基本建設資金的一半用於三線戰略後方的建設。20 1965—

1971 年，中國“三線建設”的投資總額達到了 340.8 億元，這還不包括各

省自籌資金搞“小三線”建設的投資。

按照“四五”計劃，1970—1972 年中國國防工業投資達 91.23 億元，

佔同期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 16% 左右 21，成為 1949—1985 年中國國

防工業完成基本建設投資比重最高的 3 年。據估算，從 1964 年到 20 世

紀 80 年代，中央向“三線建設”投入的資金為 2052 億元。

3.“三線建設”強化了西部地區的軍重工業體系

通過“三線建設”，建成了 1100 多個大中型工業交通企業、國防科

技工業企業、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電力、煤炭、化工、

石油、建材、鋼鐵等生產部門相互配套但地域上比較分散的工業體系。

在鐵路建設方面，從 1964 年 8 月中央決定修建成昆鐵路、川黔鐵路、

貴昆鐵路等 6 條鐵路線算起，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三線建設”共建成了

成昆鐵路、湘黔鐵路、焦柳鐵路、襄渝鐵路、川黔鐵路、貴昆鐵路等多條

鐵路，同時還建成許多公路網絡，為西部地區的礦產開發、產品流轉、工

業建設、國防建設創造了交通條件。

在國防工業建設方面，通過“三線建設”，在重慶地區建成了常規兵

器工業生產基地；在四川和貴州建成了電子工業生產基地；在四川和陝西

建成了戰略武器科研、生產基地；在貴州和陝西、鄂西地區建成了航空和

航天工業生產基地；在長江上、中游地區建成了船舶工業科研、生產基地；

在西昌建成了衞星試驗、發射中心。通過將東北、華北地區老軍事工業企

業的一部分搬遷到西部地區建新廠，基本上達到了將重要軍工企業“一分

為二”的目的。


